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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詹姆斯·斯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论证，第一个层面是小农反抗的道义基

础、标准和逻辑，即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农具有特殊的公正感和道德感，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安全第

一”和“互惠”，忽视或破坏这两个原则，会激起小农的愤怒和反抗。第二个层面是，小农的力量和文化

习惯等因素决定了小农的反抗是“日常反抗”，而非大规模的革命。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隐微反抗，包

括行为层面的和象征性符号层面的，有其自身逻辑和意义，并影响着日常政治的运行。斯科特的研究堪

称农民研究史上的一个拐点，对当今农民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詹姆斯·斯科特; 小农; 道义经济; 日常反抗; 象征性符号

中图分类号: D421．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202( 2014) 01 － 0123 － 09

一、斯科特的研究视角

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农民问题再次受到英语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被视为当代

最紧要的问题之一，形成了一个所谓“农民再发现”的学术现象［1］。在农民社会、农民经济、农民文

化、农民阶级等领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多部著作论及农民对剥削和压迫的抗争，它

们对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指出，面对农业商

品经济的挑战，处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土地贵族与农民的回应态度并不一致，阶级关系的组合形

态也存在区别，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现代化的路线，即究竟是通过农民革命还是通过社会

改革而走向现代化［2］。沃尔夫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则借由 20 世纪六个主要由农民参与的革

命和反叛的案例分析指出，当农民不能依靠传统乡村安全阀减少其生存风险，并且外部的生存机

会很少或者受到严格限制时，经济、社会、政治问题连同小农心理上的焦虑将会诱发农民革命，或

将农民卷入革命［3］。此外，波普金的《理性的农民》则采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农民运动中的个人

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并认为农民是否积极参加革命取决于每个农民对利害的权衡［4］。
在这个研究浪潮中，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视角独树一帜，陆续出版了

多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例如，《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1976) 、《弱者的武器:

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1985) 、《统治与抵抗的艺术: 隐藏的文本》( 1990)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

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1998) 、《不被统治的艺术: 高地东南亚一段无政府主义的历

史》( 2009) 等。就研究路径来说，斯科特以人类学的和底层的视角，以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东南亚传

统小农为观察对象，他们作为东南亚国家征兵、税收、农产品的主要贡献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一



直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斯科特的研究呈现了这些原来只有统计学数字意义的无名者的政治行为和

政治逻辑。从研究命题上说，斯科特的研究将以往学界对农民革命的关注，转移到了对农民日常

反抗的分析。按斯科特的说法，以往对农民反抗的研究重点被误置了，作为社会底层的小农，他们

从不具备革命的抱负和胸怀，小农的文化特点决定了日常反抗方式的现实性和策略意义。斯科特

自信地指出，“任何历史或农民政治学的理论，若想公正地看待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农民，就必须认

真对待我所提出的反抗的日常形式(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5］36①

斯科特的农民研究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继斯科特之后，李连江和欧博文均运用斯

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理论，分析现当代中国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提出了“依政策反抗”( policy －
based resistance) 和“合法反抗”( rightful resistance) ②等重要概念，并扩展到对其他国家的农民研

究［6］。萨法拉克瑞斯南则追溯“弱者反抗”、“霸权”等概念的思想源头，对斯科特的农民日常反抗

研究作出分析［7］。曼纳汉综合运用斯科特的“道义小农”和“弱者武器”等概念，并结合波兰尼

( Karl Polanyi) 和汤普森( E． P． Thompson) 的理论，分析农民对遗传工程引进农业生产所引发的生

存、安全和权利问题的“道义抵抗”运动，进而强调农民日常反抗有其自身的道义基础［8］。
本文通过对斯科特一系列关于农民日常反抗的研究进行考察，指出斯科特的研究具有内在的

关联性，并包含两个层面的论证。第一个层面是，小农反抗的道义基础、标准和逻辑，即作为弱者

的小农具有独特的公正感和道德感，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和“互惠”。一旦忽视或破

坏这两个原则，就会激起小农的愤怒和反抗。第二个层面是，小农的力量、文化惯习等因素决定了

小农通常采取日常反抗而非大规模革命的形式来表达愤怒。

二、小农反抗的道义基础与标准

( 一) 安全第一

斯科特明确使用“道义小农”和“道义经济”的概念去分析小农，而反对用“理性经济人”的假

设去看待农民。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观察对象是东南亚小农，其生存状况与行动逻辑完全不同

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客观来说，东南亚小农的案例研究更符合农学家恰亚诺夫( Alexan-
der Chayanov) 、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和历史学家汤普森所作出的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论断。斯

科特的突出贡献在于他进一步地或完整地阐释了农民道义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安全第一与

互惠原则，并证明它们是农民决定反抗与否的重要根据。
在斯科特之前，恰亚诺夫已经在关于十月革命前俄国小农的研究中指出，家庭劳动农场的经

济活动机制在性质上是不同于那种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场的，家庭劳动农场的基

本经济问题是适当地组织全年劳动，甚至以劳动力不断投入、边际效用递减的方式来维持全年的

家计平衡。这种满足生存安全的需要，促使农民家庭采取生产消费均衡的原则，这完全不同于甚

至违反资本主义农场的企业经营原则［9］。与恰亚诺夫的观点相似，波兰尼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

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因此，应把经济行为置于社会的“制度过

程”之中进行研究［10］。显然，波兰尼的这一分析进路与那种将经济行为抽象出来，以追求利润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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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凡同时引用斯科特著作的英文原文和中译本之处，译文可能略有改动。
李连江和欧博文认为，当代中国所涌现的弱者反抗的新形式可定义为“依政策反抗”，即村民依照法律、中央政

策以及一些官方文件去质疑和拒绝当地领导的不合法行为，并谨慎地确保潜在有利政策的合理使用。这种反抗

不仅包括个体层面的反抗，也包括集体层面的反抗。欧博文在另一情境下，提出了“合法反抗”这一概念，其内涵

与“依政策反抗”类似。参见 O’Brien，K． J． Ｒightful Ｒesistance Source［J］． World Politics，1996，49( 1) : 31 － 55．



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假设迥然不同。汤普森在分析 18 世纪末英国民众维护旧的家长制以对抗自

由市场经济的议题时使用了“道义经济”这一术语，他指出，18 世纪的“暴乱”不是群众之“上”或之

“外”的人故意利用群众发动的暴乱; 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大众自发的行动，并借由更悠

久的道义传统验证其合法性［11］。
与恰亚诺夫相似，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强调，作为社会中下阶层的小农，“水深其

颈”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是为生存的需要而生产，但是斯科特进一步阐明的是: 小农如何被迫使

用反抗策略以避免“水没其顶”。与波兰尼相似，斯科特也认为应该将对农民经济状况的研究置于

相应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背景下，然而，斯科特重点分析小农经济如何具体嵌入在小农与地主的

阶级关系之中。不可否认，斯科特将“道义经济”这一术语置于分析小农反抗行为的核心位置，但

与汤普森不同的是，斯科特更多强调了“道义经济”对维护农民生存权的重要性。
在斯科特看来，作为在生存线边缘挣扎的小农，气候的变幻莫测和权力的盘剥对农民家庭的

一系列社会生活安排以及小农价值观的形塑都具有重大的影响。面对生存困境，农民家庭的首要

考虑是竭力避免农作物的歉收，以此满意基本的生存需要。斯科特说道: “农民家庭的问题，说白

了，就是要生产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要买一些盐、布等必需品，还要满足外部人的必不可少的

索取。”［12］2因此，传统农业的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安排都是首先围绕生存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农

民对于“生存规则的道义经济”有着近乎于固执的守护。
波普金曾对此提出过质疑和批评，他认为道义经济学家们的许多主张是建立在未经证实或未

经检验的前提上的，他们有关农民社会组织的观点的核心部分是没有根据的。波普金进而提出:

农民不仅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劳作，他们也会通过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长期和短期投资行

为来提高生活水准。投资的逻辑不仅可用于市场交换，也可用于非市场的交换。农民之间的交换

形塑于和受限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利益的冲突，村庄最好被视为经济合作组织、而非亲密的共同体，

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多重纽带最好被视作对资源的垄断形式而非家长制形式［13］。
波普金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前工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农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的

最大化以及最优的资源分配是其行为的现实动机。波普金希望我们能尊重农民的实践智慧和理

性智力，而非只是将农民看做被同情的社会弱者［13］。
然而，斯科特强调，对于生存在困境中的小农，“安全第一确实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

题，有一个防御圈，在防御圈内，潜在的灾难性风险得以避免，在防御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

润计算。”［12］24农民并非是屈从于传统习惯而不敢承担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角色，

只是因为千变万化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小农组织生产的根本目的及其生活水平，小农的生活重心是

如何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以维持生存安全。在这一现实的生存条件下，小农对于收益最大化

几乎没有考虑的机会。
( 二) 农民与乡村精英间的互惠

在斯科特看来，“生存”而非“利益”与“积累”，是小农家庭的首要目标。那些围绕着解决生存

困境的一整套社会安排大都体现着“道义经济”的准则，互惠原则和道义的生存权利紧密地嵌入在

村庄生活之中。互惠规范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存保障———作为精英的义务，也是农民的权

利———都将成为农民对公正感和精英统治合法性进行判断的内容。
对于共同体成员而言，在长期的交往和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种所谓“互惠存在”的信念，即相

信人们通常会帮助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互惠规范则强调人们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因

此那些你帮助过的人也有义务帮助你［14］358。互惠义务不仅仅是一种民间信仰和相互间满足利益

的交换手段，而且也是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对于那些接受了服务和物资的人而言，道德上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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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迫使他回报某些好处给那些曾给予过他好处的人，而共同体的文化和仪式也强化了双方的道德

期待［15］。就“互惠平衡”而言，互惠规范规定的回报量要与获得的馈赠大致等值。在村庄共同体

中，成员间的情感纽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上、心理上的回馈往往很难用一个量化的指标来测

定，只能是一个“大致对等”的互助。古尔德纳认为，这种大致对等的互助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便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处在债务之中”。然而，“所有这些铰链，都是基于一

种共享的、有关偿还的道德正当性概念，它们都是由互惠规范造就的”［14］361。因此，尽管互惠平衡

难以精确衡量，但互惠规范对于社会关系的维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

“道德粘合剂”。
斯科特强调，互惠规范作为阶层分化尚不明显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条基本道德原则，它典

型地体现在乡村“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 或称庇护关系) 之中。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关

系是一种双向的互助关系。作为拥有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保护人而言，他将用其影响和资源为

处于较低地位的被保护人提供保护和利益，作为互惠，被保护人则提供支持和帮助回馈保护人，包

括一些个人的服务［16］。这种关系的维护由乡村社会特有的社会控制机制来保障，它迫使那些拥有

相当财富的村民将部分财富再分配给其他村民，以满足村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对于那些依附于富

裕精英的村民而言，精英的财富被看作是合法的，与财富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也是合法的。因此，保

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互惠关系不仅体现着乡村共同体成员间彼此的道德期待，也是精英财富和

地位合法性的来源。
( 三) 农民的道义愤怒

互惠规范作为“道德粘合剂”，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以及家庭与更大层面的宗族凝结

起来，使得各个次群体彼此交叠，并感到相互间负有义务。然而，这种“道德粘合剂”在一定情况下

也会失去效用。斯科特指出，作为资源垄断者或控制者的乡村精英( 保护人) 利用其有利地位要求

农民( 被保护人) 服从统治时，这一道德纽带就可能遭到破坏［17］。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如果精英终

止了服务但农民的服务却维持不变，或者精英没有提供更多的服务却要求得到更多的服务时，农

民就处在不太有利的地位了［12］172。当乡村精英没有为农民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护和服务，没有履

行贫穷村民对他们的道德期待时，小农与乡村精英间的互惠平衡就会发生变化。作为阶层之间的

一个“指示表”，互惠平衡的微妙变化反应了阶层之间权力的变化。在不同的阶层之间，互惠平衡

尽管不能被直接量化，但是村庄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和习惯还是会为交换平衡的变化进行诊断。
作为村庄主体的小农似乎天生就有这种感受微妙变化的能力，当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互惠平衡的变

化，并感觉到这些变化威胁了其生存安全时，农民的内心会产生一种不公正感，进而产生一种道义

的愤怒。
小农的不公正感并非源于财富分配不均。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少数乡村精英所拥有的财富与

贫穷农民所拥有的财富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但这并不必然引起共同体的不稳定。只要精英履行

相应的互惠义务，其财富和地位就会得到认可和强化。小农不公正感正是源于互惠原则的破坏。
小农对“公正”的理解与任何通过理性逻辑演绎出来的“公正”概念有所不同。正如斯科特指出，

“虚假意识”的概念忽略了行为者可能有自己评价公正和剥削的标准，他们对自己的境况所作出的

判断与外部观察者通过演绎理论所得到的判断非常不同［12］160。小农的生活境况造就了特殊的“道

义经济观”，这是他们用以评判自己同外部索要者之间关系的价值标准。当外部的索要侵犯了农

民的生存索取权时，作为道德基础的情感纽带就会被蚕食和破坏，农民就会产生不公正感。此时，

乡村精英的财富及地位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由不公正感引起的道义愤怒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但小农表达愤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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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在于籍此提升自己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而是想要恢复在现存社会分配体制下较能承受得

起的交换条件，进而使得互惠关系重新回到平衡状态，以此维系和规范乡村生活。小农对生存的

道德权利坚信不疑，愤怒是他们试图恢复其被损害的公正感的防御性反应。

三、弱者的日常反抗

( 一)“乌合之众”的隐微反抗

如上所述，这些体现道义经济原则的生存安排是农民的生存底线，它是农民用以判断精英权

力是否合法的准则，一旦精英的索取超过了这限度，则会引起政治上的重要变化［18］。然而，农民的

道义愤怒鲜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旨在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农民革命。农民在感到压迫难以承受的

时候，首先采取的往往是离开村庄、远离国家、寻求自治等“退步主义”①策略［18］。这些策略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民不同于精英阶层的独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用查特杰的话说，这两个阶层生

活的“异质性时间”②决定了他们基本价值观的不同和疏离［19］。
首先，作为地理上、文化上远离统治精英的小农居住在较为集中的小型村落自治共同体( 熟人

社会) 中，村民们被历史积淀下来的村庄古老习俗、文化以及宗法制度等整合在一起。因此，他们

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他们的地方经验，社会结构乃至历史是相互吻合的。通过借用人类学家雷德菲

尔德( Ｒobert Ｒedfield) 的概念，斯科特将这种区别于精英的信仰和行为模式称之为小农的“小传

统”( little tradition) ［18］。
其次，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小农而言，其反抗所要争取的目标、反抗的组织形式和战术都与

领导他们进行革命的精英传统完全不同。这种分离将使得作为革命领导中心的精英阶层和作为

附属外围的小农阶层有着不同的视野和革命目标; 再次，殖民主义政策使得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

的社会形成一种城乡二元对立结构，这种二元对立导致精英革命和农民反抗的截然不同［20］。因

此，农民在参与精英领导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在革命的信仰还是实践方面，所遵循的是其自治的

传统，并且诉诸旧有的共同体习俗和价值，力图挽回失去的生存权利。相比于精英革命式的视野，

农民的反抗往往是“向后看”的。
马克思曾指出，分散的小农与自然的联系多于和社会的联系，许多相似的小农和小农家庭组

成了村庄，继而组成了更大一级的行政单位。一个个相似的小农和小农家庭叠加，就像口袋里马

铃薯一样，虽然被装在一起，但彼此间的联系却很少［21］。斯科特深受此论影响，关于小农究竟以革

命还是以日常反抗去释放道义愤怒，斯科特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解释是: 小农基本上是一群“乌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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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农民这种选择逃避的“退步主义”策略也受到底层文化的支持，在底层的文化中隐现着挑战精英文化霸权的根

源。斯科特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中描述了东南亚高地农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并非是一种混

乱或乌托邦状态，是人们为了逃避国家统治而形成的一种现实的自治状态。参见 SCOTT，J． C． The Art of Not Be-
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异质性时间”这一概念是查特杰在批判安德森关于“同质性时间”的论证时提出的。在安德森看来，在“同质

的、空洞的时间( homogeneous empty time) ”中体验到的同时性使得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得以可能。参见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3． 查特

杰不同意安德森的观点，并认为空洞、同质时间是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时间，这种时间的线性观点只是反应了现代

生活时—空体的一个维度。现代生活的真实空间是由致密的和异质的时间构成。查特杰以甘地所领导的运动

为例，指出这个运动是联系城市和乡村的一系列共同事件，但这些事件却并不构成一种共同经验，市民和村民位

于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他们生活在异质性的时间中。



众”，他们不可能自行组织起来进行革命，除非有外部精英进行动员和领导①。小农的生活境遇与

精英完全不同，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构想乌托邦的蓝图，也无法考虑一个与他们生活秩序完全不同

的社会秩序。因此，即使农民参与了革命，他们也不会有激进精英的那种远大的革命抱负和志向。
农民参与革命无非是因为生存境况不断恶化，小农阶层濒临灭亡，无奈之下只好铤而走险［18］。

斯科特还注意到，在新的权力关系下，商品经济逻辑逐渐渗入并取代传统农业经济逻辑。在

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所理解和接受的社会秩序与农民群体的基本认识发生了分歧，这不仅导致

了他们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解体，而且也导致了所谓“小共同体”的瓦解。传统互惠和交换平

衡的原则被侵犯，农民的道义愤怒随之而来。那么，这种愤怒是否会演变成集体性的农民反叛?

在斯科特看来，小农的道义愤怒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只有那些“超地方组织”为农民集体的行动

提供援助、动力和意识形态的号召时，农民才可能动员起来，揭竿而起。同时，随着国家权力的绝

对增长、市场经济逻辑全方位的侵入以及对以往镇压的恐惧记忆，作为弱势一方的小农，其反抗的

逻辑可能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达到革命爆破点的条件因此更是鲜有了。斯科特认为: 大多数从属

阶级在大部分历史过程中都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和政治的行动，那对于他们来说过于奢

侈，……就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

多数被轻易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

的［5］XV － XVi。
相比而言，充斥在农民生活中的是那些大量的、微不足道的、介于反叛和绝对顺从之间的“日

常反抗”。斯科特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注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和结构性变迁的农民革命

的研究，认为那种研究视角和偏好将会使我们偏离农民政治和农民反抗的核心领域，进而错过了

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相反，关注农民的日常反抗不仅可以揭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实，而且在理

论的解释上也有很大的空间。斯科特区分了“真正的”反抗和“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行

动，前者被认为是有组织、有目的、对已有统治意识形态和结构构成根本性变革的革命形式; 相应

地，后者则被认为是一种零散的、带有机会主义的、不构成对统治体系革命性变革的抵抗形式［5］292。
斯科特不赞同那些认为“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是无效的观点，在斯科特看来，这

一类反抗行动正体现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而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理解农民政治的核

心。
( 二) 象征性符号的冲突

农民的日常反抗不仅体现在有限度的行为层面的冲突，也包括象征性符号层面的冲突。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渐渗透到村庄社会，小农的生活已逐步超越了生存型的经济，然而，农民头脑

中的那个“记忆中的村庄”( remembered village) 却依然是那个体现着道义经济原则的前资本主义

的共同体［5］178。那些记忆中的小农社会存在着大量建立在生产关系上的仪式纽带，这些纽带保证

了共同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富人和穷人通过彼此间礼物和服务的交换仪式强化着村庄本身的道

德规范。保留在农民记忆中的互惠原则以及正义是非观，不仅构成了农民行为层面反抗的基础，

也构成了富人和贫农之间有关象征性符号冲突的基础。
象征性的资本以名誉和社会声望等形式依附于一个家庭或姓氏，其背后所体现的是传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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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小农集体行动的无力，布劳也有过类似的论断，认为“相互之间缺乏社会联系的孤立的受害者们———尽管

可能他们人数众多———在他们出于愤怒的行为中孤立无援，但在成员之间具有密切社会沟通的被压迫的集体则

倾向于动员某些反抗”。参见彼得·布劳． 社会生活中交换与权力［M］． 孙非、张黎勤，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289． 此处，布劳未提及“外部力量”的作用，而主要强调了群体成员的凝聚力对反抗行动的影响。



关系，即穷人和富人之间共生的依附关系以及富人为获取象征性符号而对穷人的承诺和履行的义

务，诸如耕作前给穷人的礼物、劳务保护、使用牲畜的权利以及定期的宴请等。这些富人们累积的

信用与声望资本将保证其在紧缺劳力和土地相对充裕的时候，可以及时可靠的得到穷人的支

援［22］34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规范性的社会情境也是由富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手创造的，尽

管这并不意味着贫穷的村民完全接受其行为的建构，但在权力负载的公共舞台，他们不可能对它

进行挑战［22］351。
然而，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即在一个由传统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转型的情境中，富裕

农场主已经不需要将其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压抑或伪装起来。土地的集中化以及生产工具的机

械化和高效率，正逐步地剥除曾将他们与贫穷村民捆绑在一起的传统社会纽带。曾嵌入传统农业

生产的“再分配 － 互惠”关系的道义正当性，正逐步被市场、法律和政治强制机制取而代之①。富人

以看似“正当的”手段破坏着他们曾一手建立起来的、用以形成阶级关系的道德情境，并试图将新

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灌输给农民。但事实上，富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新情境下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合

法性论证。对于贫穷农民而言，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再分配 － 互惠”关系正在遭受破坏，但他们对

这一关系的道义正当性依然深信不疑，当他们意识到富人要继续或更加彻底地改变既有惯例时，

农民就会进行顽强的抵抗。在具体行为层面的反抗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象征性符号层面

的冲突和反抗往往成为农民日常反抗的重要方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象征性符号的冲突是双方关于占有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对贫穷村民而言，

对象征性符号的争夺是其用以施压村庄富人，并竭力维护他们正在失去的掌控性利益和地位的手

段。村民们通过称赞和奖赏那些品行符合共同体规范的人，以及诋毁那些公然违反共同体规范的

人，来强调和维护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一股来自于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以对抗那些欲将他

们从生产领域驱逐出去的力量。同时，他们谴责那些直接损害了其利益的人，并且诉诸于旧有的

村庄惯习以将其怒火发泄到那些本应该关照他们的共同体成员身上。穷人所力图影响的是生活

在同一村庄并受村庄传统规范约束的共同体成员。对于富人而言，他们依然要为其追求财富的行

为进行合法性的论证，同时，他们还必须考虑来自村庄集体的压力，因为他们从村庄集体中获取的

不只是象征性权威，有时还是政治权力。
在同样的道德界限内，争论的双方都依赖于某种可预期的反应，村民就有激发阶级关系的关

键象征———慷慨、吝啬、傲慢、谦恭、帮忙、协助、富裕和贫穷等的规范性原则达成共识，形成一种双

方用以发展其斗争策略的框架［5］309。但是，规范性的道德并不一定要求人们都遵守其逻辑，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只是用这些规范性的原则来不断创造、保持和改变着象征性符号，富人和穷人为了各

自的利益都在建构自己的符号大厦［22］37 － 38，并发展出旨在尽可能使规范原则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操

作策略。
获取了象征性符号权也就等于获取了利益，对象征性符号的占有也就等于在观念上———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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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底层往往用传统惯例来挑战国家法律。从国家的视角看，这种挑战

行为显然是逾越法律规范的，但在底层眼中，他们的反抗是为了维护正义和古老的生存权利。法律和惯例，哪个

是利益正当性的基础呢? 冯钢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引用了韦伯的分析，“正如韦伯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只是

社会行动诸规则之一; 在法律之外存在着诸如习惯、惯例等其他规则系统。而且，在韦伯看来，作为现代社会标

志的法律，与其他社会规则之间存在着颇为密切的关联，其中最基本的关联就是‘正当性’。法律与其他社会规

则的共同基础都在于它必须为支配对象所接受，从而成为‘有效’的规则系统”。参见冯钢． 社会转型及其治理

问题［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1。



观、利益观、荣誉和耻辱观———居于优势，因而可以对共同体的成员施加压力。对于那些违背共同

观念的人而言，符号工具，特别是惩罚符号的运作，将会对行为者产生无形的心理压力，迫使其回

到规范性的框架中①。因此，那些控制“符号权”的阶层也就掌握了对相应群体的观念的操控权。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斯科特以人类学的视角和底层的立场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的日常反抗，呈现了与以

往农民研究不同的图景。斯科特清晰地指出，底层小农的日常生活围绕着道义经济展开，有其独

特的道义基础，当小农的生存受到威胁、与地主阶级的互惠关系受到破坏时，小农内心的不安全感

和不公正感就会驱使他们采取某种方式进行反抗。这种反抗看似隐秘、偶然和微不足道，但是它

们大量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充斥在底层小农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行为层面的，还是象征性符

号层面的日常反抗，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弱势小农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有力武器。斯科特的农民研究

堪称农民研究史上的一个拐点，它展现了长期以来被忽视或不被重视的、但确实体现小农生存状

况的一个面向，为农民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通过分析斯科特对日常反抗理论两个层面的论

证，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底层农民参与政治的特殊逻辑和方式。

参考文献:

［1］ SHANIN T． Introduction: Peasantry as a Concept［M］∥SHANIN T．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Selected
Ｒeadings．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7: 1．

［2］ MOOＲE B．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M］． Boston: Beacon Press，1967．

［3］ WOLF E Ｒ．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 New York: Harper ＆ Ｒow，1969．
［4］ POPKIN，S． L． The Ｒational Peasan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 SCOTT J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Ｒesistanc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6］ LI L，O’BＲIEN K J． Villagers and Popular Ｒ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J］． Modern China，1996，22( 1) :

28 － 61．
［7］ SIVAＲAMAKＲISHNAN K． Some Intellectual Genealogies for the Concept of Everyday Ｒesistanc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2005，107( 3) : 346 － 355．
［8］ MANAHAN C J． The Moral Economy of Corn: Star Link and the Ethic of Ｒesistance［D］． Berkeley: Graduate The-

ological Union，2006．
［9］ 亚历山大·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红，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0］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 钢，刘 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1］ E P．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 钱乘旦，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12］ SCOTT J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Ｒ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13］ POPKIN S L． The Ｒational Peasan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3 － 4．
［14］ 阿尔文·古尔德纳． 互惠规范: 一个初步的陈述［M］∥冯 钢，编． 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 杭州: 浙江大学出

版社，2008．

031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第 1 期

① 福柯在分析欧洲 18 世纪晚期的刑罚时指出，刑罚通过在观念上对人施加压力，通过加强符号系统及其所传播

的表象来实现对人的改造，将人重新确定为法律权利的主体。参见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M］． 刘北成、杨远婴，译． 上海: 三联书店，1999: 143 － 144。



［15］ 马塞尔·莫斯． 礼物: 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 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6．
［16］ SCOTT J C． The Erosion of Patron － Client Bonds and Social Change in Ｒural Southeast Asia［J］． The Journal of A-

sian Studies，1972，32( 1) : 5 － 37．
［17］ SCOTT J C． Patron － 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

view，1972，66( 1) : 91 － 113．
［18］ SCOTT J C． Protest and Profanation: Agrarian Ｒevolt and the Little Tradition，Part I［J］． Theory and Society，

1977，4( 1) : 1 － 38．
［19］ 帕萨·查特杰． 被治理者的政治: 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M］． 田立年，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 7 － 9．
［20］ SCOTT J C． Ｒevolution in the Ｒevolution: Peasants and Commissars［J］． Theory and Society，1979，7( 1 /2) : 97

－ 134．
［21］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 3 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22］ 皮耶·布赫迪厄． 实作理论刚要［M］． 宋伟航，译． 台北: 麦田出版事业部，2004．

The Criteria and Strategies of Peasant Everyday Ｒesistance:
James C． Scott's Study on Peasant

BAI Wen-jing，CAI Yan-hang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WA6009 Australia;

2．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La Trobe University，VIC3083，Australia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aspects of James C． Scott's theory of“everyday resistance”． The first
aspect refers to the moral foundations，criteria，and the logic of the peasant resistance． Poor peasants
have a distinct sense of justice and morality，which contains two basic principles，namely，“the safety-
first principle”and“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Any neglect and violation of these two principles will
provoke peasants to anger and resistance． The second aspect of Scott's argument regards the forms that
peasant resistance may take． Strength and cultural habitus determine that this will be everyday resistance
rather than large-scale revolution． The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resistance，including behavioral and sym-
bolic，has its owe logic and influence the operation of everyday politics． Scott's study can be seen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field of peasant studies，which gives us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James C． Scott; peasant; moral economy; everyday resistance; 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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